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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对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贯彻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广泛传播的媒体

内容会引导社会公众关于医患关系的认知。中国医疗题材纪录片通过记录真实的医疗故事，

发挥着推动医患对话纾解矛盾的人文关切使命。聚焦中国式医患沟通的医疗纪录片《人间世》

通过多元面向的真实故事，以医院为主要场景建构了中国式医患沟通的“媒介现实”。从话

语策略与话语框架的分析中发现，《人间世》呈现了鲜活的充满矛盾的医生和患者的媒介形

象，受到生产者认知结构和社会文化语境影响的医患媒介话语，其构建的媒介图景推动了关

于医患关系的公共话语的塑造，为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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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Widely 

disseminated media content will guide the public's per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By recording real medical stories, Chinese medical documentaries play a humanistic 

mission of promoting dialogue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to resolve conflicts. The medical 

documentary "Life Matters", which focuses on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constructs the "media 

reality" of Chinese-styl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through multiple-faceted real stories and 

using hospitals as the main scene. From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strategies and discourse framework, 

it is found that "Human World" presents vivid media images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the media discourse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is influenced by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producers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The media image promoted the shaping of 

the public discourse o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contributed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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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于受众的影响是细致的、潜移默化的。在健康传播中，人们的健康认知受到媒介

接触行为的深远影响，大多数公众依赖大众媒体获知健康方面的信息（Covello & Peters， 

2002）,同时媒体还有可能对公众的行为模式带来无意识的影响。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人

行为受到个人、行为、环境的三元交互影响，人们会在观察他人的行为和模式中间接学习，

比如观众看电视的同时间接习得行为等(Bandura, 2009)。以往研究即表明，医疗类电视节目

会影响患者期待以及医患沟通（Quick, 2009）。观众在医疗节目中看到的医生行为和医患沟

通场景，间接形成其的就医期待，如若沟通状况与心理预期存在冲突，就有可能影响患者的

就医满意度。 

纪实类医疗节目，因其由真实案例和真实沟通过程组成的特点，使镜头前的“真实”行

为影响着观众对于医患沟通的认知(Christenson & Ivancin, 2006:3)。2014年开始，电视纪录

片、纪录电影、纪实真人秀等医疗类纪实节目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然而目前关于医患媒介形

象、医患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医疗新闻报道的分析，忽略了这类纪实影像的作用（Jain 

& Slater, 2013）。有研究发现，相较于医疗类影视剧，纪实节目能更好地展现以患者为中心

的医患沟通行为模式，这类节目侧重描述在医患交流过程中如何产生医疗决策（D’Amico, 

2007），反映真实的医患沟通过程，更有效地帮助观众理性认知医患关系。医疗纪录片拓展

了受众对医者形象的认知，医疗类纪录片科普医学与医疗过程对改善医患关系有重要作用

（吴红雨，江美仪， 2020）。 

医疗新闻纪录片《人间世》于 2016年在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第二季于 2019

年播出，视频相继在爱奇艺等网络视频平台上线，受到持续关注。两季《人间世》在豆瓣平

台上的评分超过 9.5，反映出互联网视听用户对该纪录片的认可。《人间世》以医院为主要

场景呈现医患对话、医疗决策过程等纪实内容，通过真实事件展现真实的中国式医患关系，

展露中国人对生死、亲情、责任的观念。2020年，《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播出，2022年

《人间世》同名纪录电影上映。医疗纪实节目《人间世》在生产制作的累积中逐渐形成了独

有的媒介话语实践，不同于国内其他医疗记录片，《人间世》并未局限于某科室或某类题材

医疗故事的展现，或仅以医生身份的话语实践为主，而是选取较为多元的题材和情绪面向，

聚焦于医患沟通过程。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出发，公众的媒介消费过程即是间接学习的过

程，《人间世》通过真实故事建构起来的医患关系图景有可能影响观影者形成关于医患沟通

的认知，从而引导现实中的沟通行为。 

一、媒介话语影响公众认知医患关系 

关注医疗纪录片媒介话语实践，分析纪录片如何建构医患沟通的“媒介事实”，既是对



生产者视角下医疗媒介实践的阐释，也能从中洞悉媒介实践对观众认知带来的影响。费尔克

拉夫认为话语既表意，又产生社会行为。媒体的话语实践对于社会认知的塑造、引导和强化

具有独特作用。“媒体的使用影响和再现了一个言语社群中人们对语言的运用和态度”，并

且“反映和影响着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构成和表达”（贝尔，加勒特，2015:3）。媒介话

语的盛行成为当前社会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意义及形象的建构、产制和协商无不受

大众媒介所生产话语的重要影响（胡春阳，2007:1）。可见，医疗记录片媒介话语有可能影

响医患关系的社会认知和意义。 

当医患冲突频发已是被热议的社会问题，有能力塑造公共话语的大众媒介生产如何影响

公众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值得讨论。根据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认知”视角，有能力接近和

获取某些特定形式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权力来源，掌握最具影响力话语的群体更有可能左右

他人的观念和行动（van Dijk, 2001）。话语中隐藏着权力，通过日常文本和对话等话语实践，

权力可以自然的、可接受的方式生效和强化（van Dijk, 1993）。从事符号生产、传播与意义

诠释的媒介话语生产者，有能力促成媒介话语在社会公共空间中传播，大众传播媒介即是借

助“公共话语的塑造”（Cukier, Bauer & Middleton, 2010），将其试图传达的意识形态和意

见巧妙地转化为一种被纳入“常识”范畴的、不言而喻的东西（袁会，蔡骐，2015），被社

会大众所接受和内化，影响着由群体共享的社会秩序象征、群体关系、以及心理运行过程共

同构成的社会认知（van Dijk,1993）。如果新闻报道、视听节目等媒介内容一味地强调医患

关系紧张，则会强化这一社会现象在公众心中的认知偏向。 

《人间世》通过不同主题展现医患沟通的面向，沟通过程、医患采访以及记者独白的交

织互联构成了《人间世》媒介话语实践。其话语实践，不仅包括通过镜头再现的医患群体的

日常实践；还需考量生产者的认知结构如何作用于纪录片的信源选择及内容生产策略等——

身为观察者和生产者的记者，可以在自己的权势范围内决定纪录片话语的题材，确定话语的

话题和表达方式（胡春阳，2007:221），构建起对于医患关系的呈现与权力身份解读，从而

对公众的认知框架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学者 Carvalho 提出媒介话语分析需考虑两层话语

介入，一是信源/社会行动者的介入，二是生产者的话语介入，强调行动者的话语策略在媒

介话语中的重要角色（Carvalho, 2008）。因此，纪录片《人间世》媒介话语的分析，应涉及

医患的真实对话以勾勒出对于中国式医患关系的认知模型；还应考虑纪录片生产者采用何种

话语策略和话语框架，因为生产者会因其自身的认知和身份观念影响文本的结构和解释的过

程（胡春阳，2007:219）。 



二、框架思路及研究问题 

医疗纪录片并非是一种客观透明的传播媒介，而是一种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通过纪实

镜头，患者对医生的期待以及对专业权威的反应、医生在真实环境下的沟通策略被展露，群

体身份和权力关系通过媒介话语被呈现。进一步地，通过对纪录片话语内在结构逻辑的洞察，

研究这种逻辑所映射的、再生产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文化性（李敬，2014），可以厘清媒介

话语实践对公众隐性的关于医患关系认知的影响。 

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认知”视角从话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现象入手，通过

分析话语文本来揭示其中潜藏的心理模型，探讨相应的社会政治背景（辛斌,刘辰，2017）。

本文以批评话语分析中的“社会-认知”路径为框架，从对纪录片《人间世》文本的话语结

构和生产者的话语策略分析中，探讨受到生产者自身认知框架和特定社会语境制约的媒介话

语如何对中国式的医患关系进行解读和意义诠释，从宏观层面分析其社会动因。本文所涉

“文本”以两季《人间世》中的医患对话、采访文本、解说词等文字语言为主，自建语料库，

重点探讨医患以及纪录片生产者等主要行动者的话语介入所产生的效果。纪录片中的影像语

言多为沟通以及采访过程的真实记录，仅起到辅助作用。 

当医患双方缺少直接的互动和接触，社会舆论、媒体传播等间接渠道就会取代直接经验

（崔诣晨,金阳,尹昊争，2020），因此，媒介建构出来的医疗图景有可能为态度和行为带来

改变，影响患者就医和医生诊疗活动（陈欣钢，2015）。然而，有观点认为，媒体对医患矛

盾过分渲染容易形成医患矛盾的固有印象，使大众产生不满情绪（郑宣，2020）。综上所述，

本文试图回答下述研究问题： 

RQ1：《人间世》呈现了怎样的医患群体形象？建构了怎样的医患沟通图景？ 

RQ2：纪录片的话语策略和话语框架是否凸显或回避医患关系的紧张？ 

另外，批判的话语分析尝试揭示话语与社会之间的并不显性的关系（Fairclough, 1989:6）。

媒介话语的分析更是不能孤立地考查媒介文本，而应该对中国的媒介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之

间的互动影响关系提供有解释力的理论建构（刘也夫,阎立峰，2022）。医患沟通具有文化差

异，过往研究指出，与欧美文化不同，东亚文化中的医患沟通倾向于间接的、隐喻的方式

（Matusitz & Spear, 2015）；家庭成员在医患沟通中扮演着更加积极和重要的角色（Chen, 

2019），部分原因是集体主义式的决策传统以及儒学规范(shikawa, Roter, Yamazaki & 

Takayama, 2005)。因此，本研究需注意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对媒介话语实践的构成性，考察

纪实媒体内容与中国医患沟通等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影响。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 

RQ3：《人间世》如何体现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医患沟通特点？ 



三、镜头中的医与患：双弱势的权力关系 

《人间世》媒介话语依靠医患沟通的真实记录与生产者的解读产生。定位（Positioning）

作为一种话语策略，主要是通过话语实践将行动者置于一个特定的关系中，比如在媒介中赋

予他们做特定事情的权力（Hajar, 1995）。在《人间世》媒介话语中，医患对话以及作为观

察者的记者旁白等话语实践将医者和患者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在媒介现实中完成了对身

份的构建，展现出鲜活、矛盾的医患媒介形象。 

（一）“不是神灵”的医生、捍卫生命的医生 

以往研究发现，新闻报道等媒介话语实践以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再现“脸谱化”的医

生形象（吴红雨，江美仪，2020），塑造了较为扁平的类型化医生形象，展现出两极化特点：

例如暴力医患冲突中的“受害者”形象（刘双庆，2016），或是医德滑坡、通过不正当手法

谋取利益的负面形象（张惠娟，2015），以及“白衣天使、逆行战士、爱国志士”等救死扶

伤的正面形象（梁舒婷，2020）。单一扁平或两极化的媒介形象可能与真实的社会现实之间

存在区隔，但在《人间世》话语中，医生呈现出立体的面貌，他们是充满人性的鲜活群体。 

《人间世》故事里的医生，被高强度的工作、疑难杂症的烦恼围绕，他们既要治病救人，

也要面临患者家属的不理解和质疑，叙事思路让观众感受到医生的无能为力。例如，医生面

对镜头，采用医生的直接引语表达医生能力是有极限的。 

[1] 我们单位十个有九个有胃病，这样干下去自己也要低血糖了。（s1e2） 

[2] 我们对疾病的认识还是相当肤浅的，虽然我是一个专家，但是我真的不是神仙。

（s1e8） 

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媒介话语生产者通过直接引语的选择来表达立场和意图。医生和

患者的话语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对社会群体的身份定位更具说服力。医生与患者家属沟

通时，双方都使用了“不是神仙”、“不是神医”等词汇结构，强调了医生只是普通人的身份

概念。 

[3] 患者儿子：他不是神医，明白吗。你得做好心理准备，有好就有坏。（s2e3） 

[4] 医：医生也不是神仙，我们只能尽我们能做的事情都给他做到。（s2e10） 

除直接引语外，纪录片生产者以旁白形式，凸显医生面对救助无效时的无助感，医生世

俗化的形象被构建起来，记者给予纪录片中的医生“无法作为”的权力，两重话语行动者的

介入使医生的无奈、无力得以展现，促成媒介话语的成型。 

[5] 有的时候，医生拼尽了力气，也没有拼到一个治疗的机会。（s1e1） 

与“不是神灵”的医生形象相对，《人间世》同样凸显出医生坚持救助病患的光辉“战



士”形象，强调医生的道德感和职业使命感，例如： 

[6] 医：那个时候，就想哪怕有一个新的器械，新的手段，我都想去尝试。（s1e8） 

[7] 旁白：但外科医生不轻易低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s2e4） 

《人间世》对医生媒介形象的勾勒，使置于医患关系中的医生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或脸

谱化身份，身为普通人的医生有时无能为力，但不放弃救治，间接地呈现面对现实条件和压

力时医生偏弱势的媒介形象。 

（二）仰赖医生的患者、被生活裹挟的患者 

《人间世》中的患者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其者身份的构建是在医患互动关系的描写

和阐释中完成的。患者在面临关键医疗决策时，中国式医患沟通中较为典型的家长式特点

（Roter & Hall, 1992）被展现，即患者对医疗决策的参与有限，他们或因顾虑服从医生的专

业权威而在心理“憋着”疑问和担忧（Matusitz & Spear, 2015）。 

《人间世》的医疗案例以疑难杂症为主，当患者面临巨大的人生挑战时，他们将全部希

望寄托在医生身上，认为医生是自己的“解药”。患者在与医生沟通时，表达出对医生强烈

的依靠意愿，这种依赖程度将自己完全置于医患关系中的被动位置，凸显对于医生身份权威

的高度认同，反映患者在就医时的心理图式。例如： 

[8] 患（对妻子说）：进了手术室他（医生）会负责的，他是医生，救死扶伤的。（s2e3） 

[9] 患：求求你了好不好？医生，求求你。求你了，医生。（s2e1） 

患者被医疗费用、专业知识门槛等现实问题困扰，通过记者的观察，患者困境以第三人

称的指称叙述出来时，弱势的“他者”身份被构建。 

[10]每次签字，王东和妻子努力地听着医生的解释，他们想从这些通知书中读懂医生的

判断。（s1e6） 

[11]对于主刀医生而言，或许只是他无数例人工耳蜗手术中的一次，但对于手术台上这

个小小的生命而言，却可能是一次人生的拐点。（s1e7） 

记者将一台手术与人生拐点置于同等位置，并用“小小的”、“无数”等形容词突出了

个体患者的渺小，镜头中患者家属对医生下跪、身体前倾以及不断附和等体态语言也将患者

弱势渺小的形象强化。患者的期盼与无助在与医生对话时展露出来，面对医疗决策或术前咨

询时，患者与记者双重话语行动者无形之中将医生“神化”，使之与前述“不是神仙”的医

生媒介形象产生矛盾。 

 

 



（三）变化的权力关系：权威与争取信任 

媒介内容对特定行动或权力的辩解或认可视为合理化（Legitimation）的话语策略（van 

Leeuwen & Wodak, 1999）。该策略是对说话者行为以及特定行动为什么会被社会所接受的

解释（van Dijk, 1998）。《人间世》媒介话语中，医生的家长式权威行为通过沟通过程中的

话轮控制，以及强化和突出患者必须理解医生等加以解释，医生权力被合理展现。 

当医生的控制权居于主导地位，其会根据自认为的对患者的最优利益做出决策，体现“家

长式”关系医患沟通特点。围绕医疗决策进行的医患对话中，标准医疗对话形式较为常见，

由医生控制互动节奏，依赖医生的患者则在医生控制的话轮中顺势而为。 

[12] 医：我告诉你，第一，小孩目前的状况，他是一个恶性肿瘤……他要麻醉，首先这

个麻醉关要过，他能不能过麻醉关，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今天跟你谈的这个方案，

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们就安排，你不愿意，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你是监护人，

懂我意思吗？（s1e6） 

[13] 医：虽然化疗的费用还是相当多，但是你们也要有心理准备，我觉得在她最后一段

时间里，我们能做到的是，一个是拖延她的生命，第二是减少她的痛苦，第三也给

她更多的快乐和自由。（s1e9） 

医疗决策前的沟通，医生大多数情况下控制着秩序。“我觉得”“我告诉你”等表述，是

医生控制话轮的显著表现，并为患者提供医生视角的最优解建议，医生的告知和解释行为可

以有效传达工具性信息，但当医生的表述方式缺少情感时，则会在医患沟通的实际效果中打

折扣。 

然而，医生权威和绝对权力在做出医疗决策的时刻被消解，控制权回到患者一方，此时

医生需要最大限度争取到患者的理解和信任，间接映射出患者因不理解或治疗效果不如预期

而产生医患纠纷的社会现状。生产者的话语介入让患者需要理解医生得到合理化的解释，即

医生已经在高压环境中做到了最极致的使命担当，那么医生必须得到患者的理解，才能使医

疗工作推进下去。例如： 

[14] 旁白：很难解释，也必须解释，因为这是获取家长理解的唯一方法。（s1e6） 

[15] 医：你一定要信任我们，你信任了我们以后，我们做事就比较爽一点。（s1e6） 

医生在争取患者信任的过程中回到弱势一方，只有在患者认可医生建议及接受后果的基

础上，医生才可以顺利开展工作。纪录片通过真实的医患故事不断强化医生需要患者理解的

观念，合理化的话语策略发挥着隐性作用，生产者以第三方身份，站在认定医生拥有至高无

上的职业精神的基础上，强调患者信任和理解至关重要，其中潜在的与社会实践的连接是患



者的不理解和不信任是引发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 

四、话语框架：神圣使命、中国式人情与冲突归因 

话语框架是一个组织意义的筛子，通过“选择”“凸显”“淡化”“排除”等机制来解释

社会事件（Entman, 1993）。媒体的议题内容背后包裹的框架应该是与现实生活的基本经验

和社会语境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筛选和包装（Package）新闻话题的过程（Iyengar, 1991）

体现出带有认知图式的话语框架。从《人间世》议程设置来看，其对于医患关系的探讨淡化

了医疗咨询的工具性沟通，强化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医患群体的情感属性，最终将医患矛

盾归因与更宏大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 

（一）医生肩负神圣使命 

首先，《人间世》对纪实素材的选用将医生的神圣使命感凸显。从医生的话语中，观众

感受到他们对于自己职业使命的认定，同时这样的认知观念指引着医生必须承担巨大责任和

拼尽全力，将医生置于道德高点。例如： 

[16] 医：你选择了医生那么你就要救死扶伤，就需要敬畏生命。（s1e8） 

[17] 医：讲穿了我每天下班都说我背着几条人命回家的，这几条小人命就攥在我手里的。

我如果没有及时地诊断，发现一些问题，可能就耽误了人家了。（s2e8） 

在对自我职业认知的阐释中，医生不断强调职业的使命感，将其与人生意义等关联，通

过这样的修辞方法医生群体的使命超越了医疗职责的功能性，成为伟大的、神圣的人。例如： 

[18] 医生独白：但我相信医生可能比别的职业，更容易找到存在的意义。（s2e8） 

面对病人送来的感谢礼物，医生会对记者说“自己没有白来一趟人世间”。由此，纪录

片试图向受众传递医生是伟大的、值得敬畏的观念，进一步地，生产者以神圣使命框架作解

强调了社会期待下的医生群体，构建起公共话语对好医生的评判标准。 

[19] 旁白：就像我们总是愿意相信，医生总是可以妙手回春。（s2e2） 

[20] 旁白：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时刻不仅来自于医学，还来自于帮患者解决医学无法解

决问题的时候。（s2e10） 

（二）医患沟通需要中国式人情 

面对医患沟通的现实课题，《人间世》强调了具有中国文化语境依赖性的人情冷暖的重

要意义。正如导演所说：“《人间世》不仅是一部医疗纪录片，同时还通过医疗故事讲述中国

人的情感关系和处世之道。（田玲玲，2019）”这一框架引领着纪实故事放大人文色彩，突出

对于生命的尊重。通过人情框架，医生成为人性情感的体验者和参与者，而非冰冷的职业名

词。 



[21] 旁白：在这个流动着人情冷暖的空间里，他们每天都在参与别人的生老病死，同时

也修炼着自己的内心。（s1e2） 

人情处世之道同样潜藏在医患互动中。医生在沟通时需要考虑中国式的情感偏好因素，

他们要与患者建立起情感联系，医生在接受采访时会说“你真的要把患者当成你的亲人一

样”，医生会采用第一人称“我们要坚强呀，我们前面都很好的呀” 安抚病患。生产者也印

证了文化语境影响下的沟通理念，即好医生既要懂医术又懂人情。 

[22] 旁白：在诊室里，虞先濬既要做医学上的判断，也要做人情的判断，这是一名成熟

医生的标志。（s2e9） 

人情因素同样成为患者向医生表达感谢的重要行为参考依据。 

[23] 旁白：很多病人要去找领导，他们是来送锦旗的。这是中国人表达善意的特有方式

——表扬一个人要让他的上级领导知道。（s2e4） 

另外，从患者和家属的言语行为中不难看出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当面对救治困局时，

患者寄希望于祈祷的力量，或者凸显患与医互动中的情感依据。 

[24] 旁白：邹磊的妈妈，除了向天祈祷，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s1e1） 

[25] 患：我想应该也是人心换人心吧，医生可能也是蛮用心地在做。（s1e6） 

（三）医患冲突源于结构性社会问题 

《人间世》媒介话语没有刻意淡化医患冲突的存在，而是在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将医患冲

突归因于更宏观的社会问题。医疗资源集中和紧张的现实状况增加了就医难度，患者也更愿

意选择三甲医院或名医专家，当看病难的症结转化成医患双方的情绪和压力，结构性的社会

问题就可能导致医患冲突。 

[26] 患1：医生还是太少了，病人太多了管不过来。患2：这个社会大家都是比较浮躁，

包括医生看病也是这样，患者来看病也是这样。（s1e8） 

生产者阐释了医患关系与社会现实盘根错节的联系，使《人间世》媒介话语实践与社会

实践相连，引发受众从更加宏观的认知结构理解医患冲突。纪录片采用大量医生的直接引语

表明医生的工作强度与家庭生活难以平衡的事实，以及晋升压力带来的考验等，间接地阐释

医疗资源紧张带给医生的生存压力。 

[27] 医：但是我们的体制导致他在我这边他看不到未来他的职业发展前景，这是一个很

令人伤心的事情。（s2e8） 

在冲突归因框架的指引下，弱势的患者身份概念因职业伤害、高昂医疗费用、特殊人群

被忽视等更宏观的社会议题而强化，例如，当病患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依靠社会保障就医时，



其面临的现实压力更大。夹杂着诸多社会问题的就医过程，单靠基层医生无法完全规避纠纷

和冲突的可能。 

[28] 旁白：医院里还有许多尘肺病患者因为无法确定劳动关系，与职业病鉴定无缘，相

应的社会保障也无从谈起。（s2e3） 

再如，第二季第 7 集关注认知障碍老人，特殊群体的生存状况以及家属因照顾老人产生

的更复杂的家庭矛盾，种种现实的难题呼吁更多人的关注。因为慢性疾病牵涉长期的投入，

就诊之外的关怀光靠医生是无法解决的。 

[29] 医：大家还不知道应该怎样照顾（老人心灵的需求）。所以，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s2e7） 

通过冲突归因的话语框架，《人间世》将展现的医患沟通纪实与社会现实相连，医患身

份被构建、医患社会关系被阐释和解读，纪录片生产者以观察者的立场通过对纪实内容的筛

选、强调和运用话语策略，展现了特定的媒介化的医患沟通现实。进一步地，《人间世》媒

介话语对医疗场景的介入，不仅是呈现了媒体框架内的现实图景，而且创造了现实（陈欣钢，

2015）。如前文所述，观众接触到嵌入《人间世》的认知框架后，有可能影响自己的观念和

立场，由于《人间世》展示了生产者和观影者共同所处的群体文化认知规律，那么，《人间

世》建构起来的肩负神圣使命的鲜活的医生以及人情流动的医患沟通行为等，在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观众对待医患关系的看法，并进一步引发公众思考中国式家庭关系、生死观等更宏大

的议题。 

五、余论 

《人间世》媒介话语构建了中国式医者和患者的媒介身份和互动关系。受到生产者认知

结构以及传播意图影响的《人间世》，用真实的记录放大了医患之间的情感浓度。《人间世》

中的患者是渺小的、需要帮助的，镜头中的他们相信医生，对生命充满渴望与尊重，“我生

怕自己滑到那个小概率事件里”。面对疾病治疗的未知，医者也必须承担代价，他们有血有

肉有感情，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压力依然坚守神圣使命，找寻意义。正如旁白所述：“面对

无法预知的变局，坚持下去，就是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医者与患者呈现双“弱势”特点，医生之弱势源于面对疑难杂症和工作强度的束缚，以

及必须获得患者理解的情绪压力；患者之弱势源于高压的现实困境，以及深层的社会层级观

念等。在这不确定的、情暖流动的媒介现实中，纪录片生产者将医学和医疗比喻为保护人类

的盾甲，医生身为“守卫战士”的媒介形象被自然化地阐释。例如： 

[30] 除了祈求上苍，医学是人类保护自己的最后屏障，而医院是人类与疾病斗争的战场。



（s1e10） 

然而，这样的媒介话语实践中的医生形象存在过于高尚和被神化的趋势，有可能为真实

的医患沟通带来新的障碍。研究表明，看过《人间世》的医护群体担心当医者被神圣化之后，

患者对医生的期待值一再提高，一旦达不到期望，失望的情绪也将增加产生纠纷的概率（吴

红雨，江美仪，2020）。“真实生活”与“媒体写照”共同构成对某种特定形象的认知（Lupton，

1999），如果观众对医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在现实中遭遇“泼冷水”，那么社会公众对医患关系

的认知就会陷入混乱，降低医患沟通的效果。 

可以肯定的是，医疗记录片对缓解医患矛盾具有积极意义，医患相互理解的重要性被带

入公共话语，以媒介话语的形式呼吁医患信任，既是大众媒介对社会公众的认知观念发挥作

用，如果媒介话语拥有足够强的影响力，则有可能缓解医患矛盾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医患

话语中的行动者感知到媒介介入的效果，他们会有意识地通过媒介的中介因素调和医患关

系。 

[31] 患者家属：电视台跟着你们是什么意思？怕家属跟你们有矛盾产生。那现在你们这

样工作太吃力了。（s1e2） 

[32] 医生面对记者：医生和病人达成一个很好的共识和信任，我想也是目前我们一直向

往的一件事情。（s1e6） 

媒介话语实践起码能够唤起社会公众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思考应该如何看待医患关系，

但是纠纷、情绪和矛盾牵涉更加复杂的多维度社会动因，紧靠几部纪实作品无法改变。但至

少，纪录片秉持着积极意图推动对话。 

[33] 旁白：这个时候再面对摄像机，我知道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我跟你们说声对不起，

但是我们也是想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个事。（s1e3） 

在媒介内容的传递之后，推动社会问题的良序解决需要多方协作。媒介话语构建的媒介

现实，是展露人间冷暖的真实故事，而媒介话语塑造和影响社会公共话语的进程，是推动社

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我们也“希望这世间，患者得其医，医者得其敬（《人间世》豆瓣热门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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